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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50年代中期以后，熊十力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早期熊十力认为，现象是没有自体的，也是不真实的，它仅仅是实体的一种变状，但是后期熊十力认为，实体就是现象的自身。与此相应，熊十力否定了《新唯识论》提出的“摄用归体”的合法性，而主张“摄体归用”。现象（现实）世界成为熊十力哲学的中心关注。由此，回归真实的存在，不再是从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的出离，而是回归生活世界本身。（2）早期熊十力认为，现象由于是本体的变相，因此，它在实质上是本体的载体，故而表面上分殊的现象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而本体则是恒定的一，也即以单数形式出现的绝对。而晚期熊十力则认为，不是单数性，而是复数性，也即多样性，才构成了实体的本质属性。（3）早期熊十力认为，本体的体证是一种自向的、内反的过程，从事这种体证的主体是一种唯我论意义上的主体，因此，本体的体证被视为单个主体的自明自证；但晚期熊十力则否定了这种自明自证的合法性，而主张在共同生活的参与中、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经验真实的存在。熊十力思想的晚年转变是一种艰难的自我超越过程，但是，同时，也指示着一条回归真实存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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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成书于三十年代的《新唯识论》，熊十力跻身于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正是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把探究真实的存在确立为哲学永恒的主题。在熊十力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建立一种本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生命与根底，而本体意识的建立是与体用（本体与现象）的辨析联系在一起的。《新唯识论》明确地把“摄用归体”作为它的主题，它指出了这样一条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从没有自性因此也无真实性可言的现象返回真实自立的本体。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一条道路在熊十力那里遭遇到强烈的质疑，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迷误，因为，它把主体可能导向的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某种以第一因、造物主或上帝的名义出现的思辨构画的虚假本体。[1]在晚年出版的《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熊十力明确指出：“《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新唯识论》提供的哲学框架，已经不能再恰当地表达晚年熊十力的哲学思考，故而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余）平生不敢著书，偶有小册，皆随便为之。《新论》……太不精检。前所以印存者，则以体用不二之根本义存于其间耳。今得成此小册，故《新论》宜废。余之学宗主《易经》，以体用不二立宗。就用上而言，心主动以开物。此乾坤大义，与佛氏唯识之论根本无相近处。《新论》不须存”。[2]《新唯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它提出了“体用不二”这一根本性的哲学宗旨，但是，它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在后期熊十力看来，仍然具有佛教的色彩。熊十力的言外之义可以理解为，在更为深沉的意义上，《新唯识论》如其名义所示，说到底仍然是唯识学的一种更新了的形式，而熊十力本人真正的学术精神之源却不是唯识学，而是《周易》。从《新唯识论》走向《周易》所指示的中华民族原初智慧形态，构成了熊十力哲学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然而又步履艰难的自我超越历程。这种具有个性化色彩的自我超越之路同时也指示着一条通向真实存在的道路。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以《新唯识论》为代表的前期思想与以《乾坤衍》等为代表的后期哲学的对照，来显现这样一条道路。应该指出的是，熊十力的思想转变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所关心的不是精确再现这一过程的具体画面，而是试图从这一转变过程中寻求一种方向性的、而且对于回归真实的存在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具有启发性的那些东西。这样一种专注于问题意识的学术思考当然建筑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但是，它更为关注的不是文献本身，而是文献的意义。
一、本体是现象的本原，还是现象的自身
《新唯识论》虽然提出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体用也即本体、现象之辨，并且把“体用不二”作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但是，从后期哲学的视域看，在《新唯识论》所提出的本体论框架中，现象没有获得合适的定位。那时的熊十力对于现象的理解，还受到佛教“缘起性空”观念的影响，现象被视为没有自性的假有的存在。
一切物没有不是互相为缘而现起的。所以，一切物都是没有自体的。换句话说，所谓一切物，实际上只是毕竟空、无所有的。既一切物都无自体，如何不是空呢？[3]

事物作为没有自持自在性质的现象，它仅仅是本体变现出来的相状。“唯依大用流行而假施设。故一切物但有假名，都非实有”。“云何世间执有日用宇宙（亦云现实世界）？应知由习气故”。[4]世俗所谓现象的实在性，其实只是被染的习心的意识构造。“试就麦禾来举例罢，通常以为麦禾，是有自体的，是实在的，但自了达缘起道理的人看来，就知道麦禾只是许多的缘，互相藉待而现起的一种相状。如种子为因缘，水土、空气、人功、农具、岁时等等为助缘，如实等缘，互相藉待，而有麦禾的相状现起。若将所有的缘都除去，也就没有麦禾了。所以麦禾并无自体，并不是实在的”。[5]事物的实在性，只是意识执着的一种结果，只要意识破除了执着，现象的实在性也就趋于消失。而现象的实在性消失的过程，也就是真实的存在得以呈现的过程。
对于熊十力而言，本体就是人的“本心”，就是“性智”，也即“真的自己”，它是构造着现象的意识行为所以可能的最终根据，因此，本体具有本原的意义。“唯吾人的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词，即谓本体。在宇宙论中，赅万有而言其本原，则云本体。即此本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名真的自己”。[6]在这里，本体就是真实的自我，就是一切现象的本原，而现象是本体的功能或作用，这种作用是一种持续的动势，“而不是具有实在性或固定性的东西。易言之，用是根本自性的”，“但体是举其自身全现为分殊的大用，所以说他是用的本体，绝不是超脱于用之外而独存的东西”。[7]

《新唯识论》的宗旨在于“即用显体”，它在实质上意味着这样一条道路：从意识行为所建立的现象反归建立现象的意识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以可能的最终根据，也即本体（本心）。这一道路被归结为“摄用归体”。
本论摄用归体，（用即是体之显现，非别异于体而自为实在的物事，故用应摄入体，不可将体用析成两片）。……不能摄用归体，必横生滞碍。[8]

“摄用归体”又名“摄相归体”、“摄相归性”，它是一个起源于中国佛教的命题。例如，在法臧的《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中，“摄用归体”、“依体起用”、“摄相归体”就是核心的命题。在法臧那里，摄用归体的目的在于“显出法身”，“令此门中依体起用”。[9]在这种体用思维的框架中，内蕴着一种“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假设：一方面，所有的现象都是本体的体现或承载；另一方面，本体必然通过所有的现象而呈现自身。因此，只要把握了这个本体，就可以把握一切现象，从而称体起用了。换言之，这种思维认定世界有一个最终的基础，这个基础构成了世界最终的价值、意义之源。世界可以还原、归约为这个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摄用归体在实质上就是以化约（还原）主义的方式把现象收归于本体。同样，《新唯识论》所理解的体用不二更多地是以本体消解现象，把现象统一于本体，而这种统一的实质其实只是还原。熊十力借助海沤、冰水之喻表明这一点。作为本体的大海水变现为众沤，但并非众沤各各有其自体，它们的自体其实就是大海水。正如冰的自体就是水一样。[10]睹冰为水、从众沤直接发现大海水，从眼前的现象（用）还原为本体（体），这就是早期熊十力所谓的即用显体、摄用归体。虽然，熊十力强调不可在现象之外别寻本体，但是现象的意义在这里却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也即仅仅是本体的载体，是本体而不是现象自身构成了现象存在的目的。所以，反归真实存在的道路是以现象世界的完全泯灭也即“全泯外缘”为基础的。[11]“全泯外缘”意味着，走向本体的过程，被视为一步步脱离现实（现象）世界的过程，换言之，本体在这里具有一种“出世”（出离世界）的特征。具有出离世界的本体在其实质上成为现象之根据、本原、目的，只要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那么，它就还承担着终极因、第一因的哲学论证功能。
然而，也正是在《新唯识论》中，熊十力曾认为：不可用通常意义上的因果观念来理解本体。[12]对早期熊十力来说，“从来哲学家谈本体者，都于‘体’字不求正解，而与原因意义相混。须知言因，则以彼为此因；言体，则斥指此物之体无所谓彼也。故体非原因之谓，即是现象之本体，固非立于现象背后，而为其原因也。自来谈本体者，多与原因意义混淆，实足使人迷惑也”。把本体视为现象的原因，在实质上就将现象与本体打成两片。[13]熊十力之所以改造旧唯识学，另造《新唯识论》，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他发现，在佛教唯识学的轮回观念中，内蕴着一种神我的概念，它承担着原因这个概念所承担的论证功能。
今若依据佛家而言生命，则一切有情之生命，各各无始无终，即各各有回脱形骸之神识，轮回之义以此建立。[14]

若其持种赖耶，流转不息，直谓一人之生，自有神识，迥异形躯，从无始来，横相续转，而不断绝，则亦与神我论者无所甚异。[15]

在熊十力看来，佛教的自我理论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无我论”，但是，这种无我论恰恰是神我论的最终完成了的形态。“佛言无我，而实有我故也”，“佛家以为人死后，其生命仍不亡。实际上，他是把他的生命看有个体永存的，不然也无轮回可畏，无佛果可证了”。[17]对于神我观念的拒斥，意味着熊十力对于真实存在的理解，起源于对于在现象之外的独存的本体（离用之体）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在早期并不彻底。因为，《新唯识论》虽然强调了不在现象之外别寻本体，但毕竟把现象消解为本体的载体，本体的最终呈现仍然被视为脱离现象世界的过程。换言之，现象之外的本体概念，一度被熊十力拒绝的神我学说，又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回到《新唯识论》的体系中。《新唯识论》“体用不二”的哲学宗旨被它对于现象和本体的那种错误理解颠覆了。
晚年熊十力并没有改变体用不二的哲学宗旨，但是，他意识到，“倘真知体用不二，则道即是万物之自身，何至有太一、真宰在万物之上乎？”[18]真实的本体就是现象自身，而不是在现象之外的主宰、原因，这是晚年熊十力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乾坤衍》中，熊十力盛阐此义：
现象定有根源，但根源不是超脱现象而独在，别为不可知之物。根源不是别一世界。余肯定根源即是现象的实体，易言之，根源即是现象的自身。学者每将实体与现象析成两界，亦有知道不应如此破析，而其为说终难免自相矛盾，只是所见未彻底耳。实体一词，古今哲学家通用之，但其说到实体只是无对，说到现象又只是相对，而两方的说法却不曾作融会。如此，则实体毕竟被推出于现象以外去，如何可说是现象的实体。余将实体直说为现象的自身，譬如大海水是众沤的自身，便扫除障碍。须知，实体本是现象之真实的自身，何可推出现象以外去。[19]

显然，晚年熊十力认为，实体就是事物的自身，而不是现象之外的本原。现象与本体不是两重世界，而是同一个现实世界在主体那里的不同的显现层次，或者说是存在在主体那里不同的揭示方式。
实体既然就是现象的自身，那么，实体就不可能是说明现象起源的终极原因，任何一种把实体设想为原因的观念其实都是对实体与现象之间的不二关系的割裂。晚年熊十力深刻认识到，只要本体不是现象的自身，那么它在实质上成为上帝、第一因、造物主的变种。
然以实体是万物之真实自体，自体犹云自身。不可逞空想或幻想，以为实体是在万物各各的自体以外。不可二字一气贯下为句。故孔子直捷肯定万物为主，不说实体为万物之第一因，却应说万物都将实体完全资取得来，成其自己。易言之，实体是万物各各所本有的内在根源。假若说实体为万物之第一因，便是向万物头上安头，即使万物丧失自主，并令人对现实世界发生很坏的观想。[20]

本体一旦被理解为现象的自身，那么，《新唯识论》以泯灭现象的方式获得本体、把现象收归于本体的方式就不再具有合法性。相反，晚年熊十力认为，本体的呈现不是现实世界的消解，而是回归现实的（现象）世界。
回归现象世界，也就是回归眼前的现实世界，这在熊十力那里被表述为“摄体归用”。晚年熊十力认识到，《新唯识论》提供的以“摄用归体”回归真实存在的方式，其实内在地违背了它所提出的“体用不二”的宗旨。因为，在那里，本体的呈现是以现象的瓦解为代价的，这样，体用就是两重世界。熊十力指出，体用不二内在地要求着现象的真实性：
孔子既主张体用不二，即是以实体为现象之真实自体，现象以外决定无有超越现象而独存的实体……（因此，孔子的首要原则就是）肯定现象真实。
体用不二，即是实体不是离开现象而独在……若真见实体不是离开现象而独在者，便不可偏向实体上说真实，偏向现象上说变异，因其将实体现象剖作两重世界故也。学者真正了解实体不是离开现象而独在，当然要肯定现象真实。肯定现象真实，即是以现象为主。实体元是现象的自体，所以现象真实不虚。反之，如偏向实体上说真实，偏向现象上说变异，则不独有体用剖作二界之大过。而且以实体为主，更有佛家摄用归体、摄相归性、摄俗归真之巨迷。[21]

坚持现象的真实性，就是肯定万物为主，就是承认存在的自由性，也即承认存在者具有自为、自律、自决、自主的力量，其存在并非受一外在超越实体的宰制。熊十力显然意识到，只要现象的这种自主性被剥夺，那么，就会落入摄用归体的圈套，这种圈套最终的结果是割裂体用的统一性，在现象之外安立虚假的本体。熊十力进一步把摄体归用和摄用归体视为儒佛（有时亦包括道家）之辨的关键。
孔子之《易》，是肯定现象真实，即以现象为主，可以说是摄体归用。佛氏以用收归于体，即把用消除了，而只承认不生不灭作实体。佛氏毕竟是出世的宗教。孔子摄体归用，此在学术思想界确是最根本重要的创见。摄体归用，元是反对哲学家妄想有超越现象而独存的实体，于是正确阐明实体是现象的真实自体。[22]

可见，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就是摄体归用的真实含义，而摄用归体则是一种“出世”也即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形式。
熊十力从早期的摄用归体到晚年摄体归用的思想变化，从否定现象的实在性到肯定现象真实、肯定实体就是现象的自身，其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熊十力把回归真实的存在不再看作是与某种超越的实体的同一的存在经验的获得，而是视为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
二、本体是单数的绝对，还是复数的自由个体？
前期的熊十力坚决主张，本体就是本心，它是“即性即天”的，“实非吾身所得之私也，乃吾与万物浑然同体之真性也”，只要反之吾心，而即已得万物之本体。[23]在这里，人的实现被视为人与万物同具之体的发现，成为哲学追求的不是人的特殊性、而是某种普遍性的实现，主体的自由就在于他内在地具有实现这种普遍性的要求和权能。由于，同一个本体分殊而为不同的现象，而所有不同的现象又是同一个本体的映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体就是一，就是没有差别的绝对。“一者，绝对义，显无分别相”。[24]熊十力用宋明人所谓的一本万殊来阐发这个道理。“本体是一，而其显为用也，则不能不万殊”；“用相虽有各部分之殊，但其本体元无差别”。而现象均为同一本体的显现形式，因而均为显现本体的资具，均为某种普遍性的承载者，故而在最终的意义上，分殊的现象也是同质的，无差别的：“因为摄用归体，即一一用相都无差别故。此义深微”。[25]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新唯识论》的哲学框架中，普遍性和同一性成为根本性的原理，而特殊性和差异性仅仅是暂时的、需要克服的东西。事实上，对于早期熊十力而言，本体呈现之时同时也就是事物的差别、对待泯灭之际。“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即是我所谓内我和外物的分界。冥冥自证，无对待相”。[26]本体的绝对性在早期熊十力那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谓绝对，就是与物无对，超越于具体存在，不依赖于现象而独存：“本心无对，先形气而自存。先者，谓其超越乎形气也，非时间义。自存者，非依他而存故，本绝待故”。本体的绝对性表现为它的圆满自足性：“此具足圆满的明净的觉悟的真的自己，本来是独立无匹的。以故，这种觉悟虽不离感官经验，要是不滞于感官经验而恒自在离系的。他元是自明自觉，虚灵无疑，圆满无缺，虽寂寞无形而秩然众理已毕具，能为一切知识底根源的。”从主体的角度看，只要体证了本体，“眼前相对的宇宙，即是绝对的真实”。[27]可见，早期熊十力把绝对性视为本体的根本属性，“本体是绝对的，若有所待，便不名为一切行的本体了”。[28]

但是，在后期熊十力那里，那种把本体构想为绝对无待的观念成了一种哲学上的迷误，而存在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却赢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尊重。晚年熊十力发现，“从来哲人谈本体，大都犯一种错误，皆以为本体是绝对的，故曰一元”。[29]由于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本体，结果本体就被构想为纯粹的“一”，也即单纯性被视为本体的本质了。熊十力坚决主张，万物各各自主，哲学中所谓的“一元”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一性”上加以理解，“决不可说实体从无始来，早已固定于一性”。[30]“体用不二”的根本哲学宗旨所反对的正是那种建立一元以超脱于万物之上而独宰万物的观念，在熊十力看来，那样一种一元其实只是宗教上帝观念的余绪，承诺这种首出一切的一元，正是从来谈论本体者大概接近于上帝之变形的根源。[31]由于晚年熊十力的本体概念不再是现象之外的本原，而就是现象自身，而作为现象的万物具有多样性，因此，本体的概念也就不能够从单数意义上的绝对来理解了。熊十力指出：“由万物之不一性，可知实体内部本来含藏复杂性”。本体内在地具有复数性，是熊十力晚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这一点甚至被熊十力视为孔子易学四种根本原理的第一原理，“实体的性质是单纯抑是复杂，此乃根本问题，应先解决”。[32]《明心篇》也把它作为三大义（三种原理）的第一种。熊十力认为，作为根源的实体“即是宇宙万物各各自身的内在的生源（生生的力量之源）”，而这里的“宇宙万物四字作复词，宇宙亦万物之总称”。万物各有自身的内在生命之力量，这一点决定了实体的复数性质。熊十力指出，“一元实体含有复杂性，非单独一性，此其所以矛盾内蕴而变化畅通”。“惟是一性独存，何由起变？”[33]也就是说，复数性使得事物本身充满了矛盾，而这种本身自有的矛盾构成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
晚年熊十力把实体的复数性又概括为“收摄一元以归藏于万物”，[34]收摄一元归藏于万物，就是“摄体归用”，它强调的是万物各各自有其自身的一元，[35]此一元乃是万物自身的“自有之元”。既然为万物自有之元，那么，此一元生成万物、主宰万物之说就不可成立，用熊十力的语言来说就是，一元不具有“作者”（造物主）的意义。换言之，一元并非是首出的东西。[36]熊十力的醉翁之意在于，从本体论上，“以万物为主，尊重万物之自力，尊重万物之威权，不许有离开万物而独存之一元”。[37]与此相反的观念则是收摄万物归藏于一元，它的实质是摄用归体，把丰富多样的现象收入、还原为某个特殊的实体。因此，这个特殊的实体具有“首出一切”的意义，是这个特殊实体超脱于万物之上、生成万物、主宰万物；只要承认了这样的“一元”，那么，那么生成万物的一元也就成了“作者”，熊十力指出：“作者犹云造物主。此者字正指造物主，非助词。先民迷信有天帝，故名作者”。晚年熊十力特别强调：“不可妄说一元能生万物，一元非作者故”。[38]熊十力在《易传》“乾龙无首”的观念中发现了儒学本体论思想的根基，这就是收摄一元归藏于万物的思想，这一思想敌视一切在现象自身之外安立本体的做法。因此，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真正的“无首”，就是收摄一元归藏于万物，它意味着“人人各各自主自治而未尝不同群合作，人人各各自由而未尝不各循规蹈矩，人人皆务变化日新而无或偷安守故”。在这样的时候，主宰一切的统治者、领导者“自然消失”。[39]在这里，事物不再被视为某种绝对存在的分有者，分殊的现象不再仅仅是同一实体的同质的载体，而就是内具复杂性（多样性）的实体的自身；本体真实呈现之际，也就是各各不同的存在者充分的自我实现之时，也即是万物之生命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之时。这样，《新唯识论》所正面支持的一本万殊的观念不再有效，现在它被熊十力视为摄用归体（也即收摄万物归藏于实体）的一种形式。“东方先哲深穷万有之原，大概多以现象摄归实体。宋以来小康之儒，每有纳万殊于一本之意，亦受佛教（摄体归用之）影响也。万殊谓现象，一本谓实体”。[40]

一旦在现象之外的实体被彻底拒绝，那么，任何一切现象存在的最终目的与价值都不可能是在它之外的东西，换言之，摄用归体所支持的目的论思考方式不再具有正面的意义，因为，一切目的论的思考框架都会支持以第一因的名义出现的人为设置的虚假本体。熊十力指出：“设若乾道变化有目的者，即是万变万化万物万事一切都由预定，何有变化可说乎？”目的论的思考把真正的永恒的静止强加给了世界，因此，也把单纯性而不是复杂性强加给了实体，而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日新性、不测性与未决定性都将无容身之地。熊十力坚决认为，宇宙的变化是一种日新的创造过程，这种过程指向无尽的未来，它“本无预定之目的，而以其不迷暗故，自然有随缘作主之势用，决不是乱冲乱动”。[41]而世界的变化日新内在地根源于实体的复杂性：“实体本来是随时创新与复杂，决不可说实体从无始来，早已固定于一性。此一性固定之实体论或宇宙论，未免太死板”。[42]实体的复杂性就是世界的日新性，它表达了一种对于实在的动态性理解，按照这种理解，真实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以某种始料不及的方式展示着自身，这种展示具有不可测度、难以思及的隐蔽性质。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实在、实体与以思为其首要功能的心之间保持着永远的深刻的张力。换言之，只要彻底的坚持实体的复杂性，那么，就必然放弃实体就是本心、或者心即理的观念。当晚年熊十力不再把心视为本体时，他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然，在熊十力那里，实体的复杂性有其特殊的哲学背景，这就是与当时哲学界的主要争论——心物之辨联系在一起。熊十力的本意在于，通过实体的复杂性的学说，去矫正仅仅以物质性或精神性为终极实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倾向。然而，实体具有复杂性的观念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一点，它与晚年熊十力的另一观点，也即实体就是现象自身联系在一起，它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则在于把实体从单一的绝对中解放出来，从而把性质多样、各具自性的个体纳入到本体论的规划中。晚年熊十力有云：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云云。庄子盖悟到生命是全体性，充实圆满，无在无不在。生命不是我之一身所独有，是乃天地万物共有之生命也。庄子之意只如此。其实，天地万物共有之生命，即是我之一身独有之生命；我之一身独有之生命，即是天地万物共有之生命。推广言之，天地万物共有之生命，即是其各各独有之生命。其字乃天地万物之代词。天地万物各各独有之生命，即是其共有之生命。奇哉生命！谓其是一，则一即是多；谓其是多，则多即是一。谈理至此，无可复问矣。庄子于生命，高谈天地万物共有，而忽视每一物各有。其极大错误，略说有二：一、泛称天地万物共有，则生命将成为莽荡无据；二，忽视天地万物各各独有生命，便陷于虚无主义否定万有而不自知其谬。庄子确犯此过”。[43]

所谓“莽荡无据”是指生命失去了它的世界，失去了家园。所谓虚无主义就是“否定万有而不自知其谬”。否定万有，也就是熊十力所说的“抬高实体，贬低现象”，把万物视为“天地随便造作之玩具。（结果自然是）万物自身无生命，莫能自主，不获自在”。例如，当庄子说“以我为鼠肝，以我为虫臂”时，当老子说“以万物为刍狗”时，[44]热情与愿望都供奉给了某种在世界之外的实体，而最终丧失了对于人自身存在、对于个体的尊敬，丧失了成为人、成为独特个体的意愿；推广而言，对于现象世界充满厌倦，而把自身和现象作为某种祭祀品，奉献给某种在现象之外人为构造的实体。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否定万有”，而之所以否定万有，是因为沉溺于某种人为构造的虚假实体中而不自知它的非真实性。晚年熊十力深刻地意识到，只要忽视个体独特的存在，就会走向万有之外的存在设定，“对世界发生坏的观想”，从而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
熊十力认为，一切物共有的，即是每一物自有的。[45]“一切物各各自有之大生命，即是天地万物共有之大生命。易言之，一切物各各自身之主公，即是天地万物各各自身共有之主公”。[46]显然，在晚年熊十力这里，个体，也即具有不同于他者性质的独立存在者，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各独立体皆为组成群体之一分子，分子健全，群体方能健全。故就群体言，本不轻分子”。[47]个体的健全在此成了群体完善的一个条件，当然，这并非说，个体的完善可以不放置在群体的共同生活中来实现，而是说，存在的特殊性应该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尊重。
正是在这里，熊十力的哲学显示了其现代性的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主体特殊性的权利，他得到满足的权利，换言之，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古代和现代之间差别的要点和中心”。[48]古代世界观把人的实现视为人的类本质的完成，对于古代人而言，只要我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我的耳朵成为人的耳朵，那么，我就获得了自身的真实存在。所以，古代人关注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人禽之辨，例如宋明人有“莫勘三教异同，先辨人禽两路”的说法，只要我的存在与它（动物）的存在得以区分开来，那么，我自身的存在也就得以实现。在这里，主体是作为被类化的个人而出现的，由于个人的本质被视为他的类存在的本质，所以，个人的完善同时也就是普遍性（不论是绝对的本体，还是类本质）在单个人那里的落实，而那些特殊的独特东西总是作为负价值而存在的，总是功夫实践所要克服的对象。所以，古代的世界观，总是预设了普遍性对于特殊性的优先性。在熊十力早期的哲学中，不难发现这种古代世界观的痕迹。如前所述，《新唯识论》的作者，把现象视为同质的，没有实质性分别的存在，而哲学的核心问题被构想为即用显体，通过表面上分殊、但无实质差别的现象直接领会本体的存在，这就是熊十力常常说的“睹冰为水”，把现象领会为普遍的本体的作用。但是，现代性价值的核心则是把自由主体设想为具体的个体，也即具有特殊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从他的类中分化、解放出来的自由个体。所以，我自身存在的真实性不仅仅在于，我的耳朵成为人的耳朵，我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同时，我的耳朵还必须成为我的耳朵，而不是你的耳朵；我的眼睛还必须成为我的眼睛，而不是你的眼睛。我之为我的规定与你之为你的规定，在古代世界观中，由于被视为同一普遍性的体现，因而具有同质性；但是在现代性的价值透视中，二者的自由（由其自身）彻底地表现在它们的存在方式的特殊性上，因此也要求得到不同的如其自身所是的尊重。如果说，古代世界观把问题意识投向人禽之辨（我它之辨），那么，现代的世界观则更为关注我你之辨，换言之，现代性的意义体现在我与你、与他的差异的价值肯定与尊重的基础上。当然，熊十力并没有直接提出上述的观念，但是，他晚年的思想则可以逻辑地蕴涵着对于个体的尊重，对于多样性的现象世界的肯定，这些，使得熊十力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那种在早期还在坚持的古代的世界观，其思想也透露出更多的来自现代性的信息。
三、本体的开显是单个人的自证自明，还是发生在共同生活中
《新唯识论》把本体的体证视为主体的自证自明：从实体的角度上说，本体的体证追求的是本体自身的真实呈现；从主体的角度上说，是性智自己认识自己、自见自明。这里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也即本体既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真实的自我（主体）本身，本体的呈现就是自我的觉悟的发生。“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词，即谓本体。在宇宙论中，赅万有而言其本原，则云本体。即此本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名真的自己。即此真己，在量论（认识论）中说名觉悟，即所谓性智。此中觉悟义深，本无惑乱故云觉，本非倒妄故云悟。申言之，这个觉悟就是真的自己。离了这个觉悟，更无所谓真的自己。此具足圆满的明净的觉悟的真的自己，本来是独立无匹的。以故，这种觉悟虽不离感官经验而恒自在离系的。他元是自明自觉，虚灵无碍，圆满无缺”的。[49]《新唯识论》时期的熊十力认为，本体的呈现就是“本心的自知自识。换句话说，就是他本心自己知道自己”，在“这种自知自识（发生）的时候，是绝没有能所和内外及同异等等分别的相状的，而却是昭昭明明、内自识的，不是混沌无知的。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中才叫做实证。而所谓性智，也就是在这样的境界中才显现的，这才是得到本体”。[50]得到本体的活动也就是主体的自我理解过程。早期熊十力坚持本体内在于分殊的现象之中，万殊的现象只是一本的显现方式，它们是不真实的，因此，从逻辑上说，单个人完全可以反求诸己，不假外索，而走上自我理解的道路。这样一种信念曾经构成了中唐以后中国心性哲学的根本信念，禅宗曾经把这种本体的体证比喻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宋明时代的一些儒者进一步把本体视为“独体”，把本体的体证视为单个人的独知，当王阳明说“良知只是独知时”时，这一信念无疑得到了典型的表达。这样一种自向的、内反的道路深深地影响了《新唯识论》。在《新唯识论》的哲学框架中，单个人的“自家体认”[51]被视为通向真实存在的正确道路，换言之，体证本体的主体被构想为唯我论意义上的主体。与此相应，内向的反省自求被视为真实存在被经验到的途径。“本体非是一件物事，不待外求”。[52]自明自证的智慧被构想为一种自我指涉的智慧，它所指向的是真实的自我，而不是现象世界，所以，这种智慧作用的方式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这样，早期熊十力哲学就脱离了主体间性的基础，而把本体论建立在唯我论意义上的主体之上，这一点使得早期熊十力哲学具有明显的非话语的特征。
但是，晚年熊十力发现，这种自证、自知、自明、自了的观念蕴涵着一种深刻的、然而又不易为人所察觉的错误。自证自明的观念把主体导向孤另化。“古哲对于内心的体察，纯用返观法，而忽视内心与其躯体及外物之联系，实于无意中将心灵看作是无对的独立体”。[53]无对的独立体，也就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绝对，它必定位于现实世界之外，并被视为这个现实世界的主宰。而按照晚年熊十力的观点，这样一种独体仅仅是人为构造的虚假存在。熊十力认为，这种自证自明的取向在佛教、道家思想中根深蒂固，其“流弊甚大”，在宋明理学中多有表现，例如程颢“以诚敬存之，存久自明”的识仁之说就是这样，程颢的学说“言存而遗感，遗犹绝也。言守而无为，其骨子里却是老聃致虚守静之旨”。[54]晚年熊十力进一步把仅仅以自证自明为基础的佛道之学称为“日损之学”，它与熊十力所主张的“日新之学”不可同日而语。“二氏为道日损，纵其心以翔空，焉得不病”。[55]熊十力还对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庄生返己，期至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吾儒返己，在不违仁，实现我与天地万物为一”。[56]这句话的意思是，庄子的返己之学，指向的是单个人也即唯我论意义上的主体直接与本体的同一，换言之，是主体与他的世界也即天地万物的分离；而熊十力本人的看法则是，返己之学真正所指向的，应该是我与世界（天地万物）的合一，在我与世界（天地万物）的交互关系中，实现我之为我的本质。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观念其实是把本体理解为脱离世界的独立体，把主体理解为脱离社会的个人，一个“独”字既为唯我论留下了通道，也为实体被错误地理解为孤另的绝对精神开启了方便之门。
晚年熊十力发现，把形上的智慧构想为自证自明在其本质上是出世也即脱离世界的一种形式。单个人独证本体的思路已经把本体构想为世界之外的存在，而主体也成为脱离世界的唯我论意义上的单个的个别存在。晚年熊十力认为“惟所谓实体，即是现实世界的实体。注意。现实世界以外，没有独存的实体，故吾人不能离开现实世界而空想或幻想别有超越万有的实体”。[57]现实世界之外没有独存的实体，因此，实体只能发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之内，并且，实体的发现的活动本身也同时就是这个现实世界展开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不是孤立的单个的人，而是生活在与他人关系之中的存在。换言之，我并非孤另的脱离世界的东西，而是我们的一员。只有作为我们的一员，我才是世界中的存在，我的存在才具有世界性，而不是那种唯我论意义上的主体。就此而言，本体的体证只要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之中，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单个人的自证自明，而只有发生在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中，才是真实的。
因此，晚年熊十力主张：独善其身、自证自明自了绝对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本体，它只是从这个世界脱离出来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条道路，只能把主体导向这个现实世界之外的虚假存在。
旧社会时代之个人，各各陷于孤立状态，其时群体尚未形成。以德言，只以独善为德；以慧言，只以自明为慧。至于天下一家之新社会时代，由各独立结合为群体改各各私营制度，创建共同生活制度。各独立体皆为组成群体之一分子，分子健全，群体方能健全。故就群体言，本不轻分子，但每一分子之进德，约有两原则。第一原则，每一分子皆不可独善，庶几促进群体致于至善。伪《中庸》言“成已成物”，此乃孔子之说，而小儒引述之耳。不务成物，而惟成己是务者，则独善自私，失德已甚，是新社会之蠹也。复次旧言德者，有私德、公德之分此种分别，在新社会中不必可废除是故应有第二原则。[58]

在此，独善之慧与自明之德被视为旧社会的产物，而在他本人的哲学构想中，个体的完善与群体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逻辑上看，不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通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自我才能分化为众多的个体。[59]主体个体化的过程也必然是主体与主体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也即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个体的发现（具有不同于你的存在的我的存在的发现）过程，同时也就是作为我你统一体的我们的发现过程。自明独善的世界观把主体视为唯我论意义上的个人，因此，主体既不是我们（共同体、群体）的一员，也不是具有特殊存在价值的个体。换言之，它脱离了主体的社会化与主体的个体化这两个原则，因此，必然是从现实世界中的出离。而任何一种出世法都内蕴着对于现实世界的厌倦，因而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熊十力把回归真实的存在视为回归建立在个体与群体交互关系基础上的现实世界，一切纯粹的独善自了、自明自证都可以看作是从生活世界中的逸离。这无疑是极为深刻的。从这个原则出发，熊十力对宋明理学以及佛道二家追求的自明自了倾向提出了批评。“道佛二家以及宋明理学诸老先生，皆以明了自己为其出生于人间世之唯一大事”。“二氏毕竟误入歧途”。[60]令熊十力忧心的事实是，“两千数百年间，聪明人士鲜不归心老庄及外来之出世法”。[61]出世法把本体的体证视为脱离世界万有的过程，因此，“二氏对于自己，犹未明得真相，所以，一返无，一归寂，忽视现实世界，无所事事”，其理论也“与众生实际生活全不相关”。“要之二氏同以自明为慧，而皆专志求明自己，好逞空想，虽持论不同，其为超脱现实独辟宗教之途，则一也”。所以，佛老所说的道德与智慧，是出世的、独善的道德与智慧，“凡人间世所需要的道德智慧，不可以期诸佛老也”。[62]

熊十力指出，形上之学虽然是返己之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自明之学，但是，关键的是，首先，无“有超脱现实世界而独存的自己”，因此，“自明之慧，不可逞空想，以为有超脱现实世界的自己，而当用其慧于格物”，“自明之慧是要运用在事物上去，要在事物上推广扩大此慧”。“若惟默然内证，不许向外用于事物，则慧之胜用亦绝矣。道德智慧虽本性有其种子，而必以现实世界为田，始得发芽，以至于长大成熟欣欣向荣”。[63]仅仅内向的自证，如默坐澄心，静中体验未发等等，其实是远离世界的方式，它所获得的自己也必然是“超脱现实世界而独存的自己”。熊十力在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自我是因为认识事物而认识自己，还是因为能够认识自己而能认识事物？如果是能够认识自己才能认识事物，那么，自我所认识的自己则是没有展开在认识过程中因此也没有对象的自己，换言之，这种本然的自我（心灵）是没有活动性的、封闭的自我，也即熊十力所说的“超脱现实世界而独存的自己”。如果本心不展开在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上，那么，本心就是自我封闭的没有世界性的枯寂之体，它的诸多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展露，那么，它又如何能够认识真实的那个处于自我理解活动过程中的自己呢？ 熊十力要否定的是那种没有世界性的独存的自我，因此，他同时也就否定了那种没有对象只有自身的认识这种不可能的构想。这样，对晚年熊十力而言，主体的自我理解过程，也同样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并且同时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过程。换言之，主体只有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理解自己。
因此，自我理解的智慧（自明之慧）不仅仅是纯粹内向的、直接自指的，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外向与及物也是这一过程的本质的规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年熊十力说：
诸家之学都是要向上穷实体，即是要明了真的自己。然古哲不论何家，要皆以智慧的作用是 向里认识自己，不可向外逐物。孔子对于自己的认识与诸家都不同，其于智慧作用，不偏主向里冥识自己，却要格物。余宗孔子，窃谓智慧作用是一切知识之源，而不即是知识。智慧用到事物上，便顺从乎物以认识物，才构成知识。
顺从乎物者，谓纯客观的方法。余详究孔子之旨，实行天下一家的制度，是要以道德与知识并重的。但道德与智慧是合一而不可离，如公私之分、是非之辨，都少不得智慧。智慧是自明的，虽不与事物交接时，这一点明总是炯然在内。所以古哲就把这一点明，用来认识自己。由此接近宗教的路弄出许多的迷惘。此中有千言万语不及谈。宗教是重道德，而其所谓道德，或不必是人生的道德。孔子不承认超脱现实世界而独存的自己，又不主张专以智慧收敛于内而必用之于格物，于是道德才是生的道德，随人生之日新而发展。[64]

熊十力的意思非常清楚，本体的体证、自我的理解是以纯粹内在性的方式来进行，还是以及物的、由内而外的方式来达成，关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不同的知识活动的分野。“宗教”的道德与智慧可以仅仅内敛的方式而获得，而不必承担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历史文化的责任不必是它的追求，所以，宗教的智慧与道德不必是人生的道德与智慧。因为，在熊十力的意义上，“宗教”总是承诺这个现实世界之外独存的超越实体。但是，对晚年熊十力来说，如果实体就是现实世界的自体，那么，承诺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独存的实体还有什么意义呢？道德与智慧必然不仅是主体自我指涉的，同时，它还指涉着整体性的世界，世界作为一种视角，构成了行为活动的总体性背景。人生的智慧与道德把主体导向的不是这个世界之外，而是这个世界之中：“为人生开发生活源泉，及导引人类于共同生活之正轨”。[65]

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把存在的经验托付给单个人的自证自明的观念有其认识论的基础，这就是把世间的知识与超越智慧人为分割开来，轻知识，重智慧，而这一点，在熊十力看来，似乎构成了宗教认识论的特点。例如在佛教那里，“根本智证真如，此属真谛；后得智了解事物，此属俗谛”，“根本智是超出世间知识的范围，是亲证真如的正智，无有一切虚妄分别，故名真谛。后得智是随顺世俗的知识，而假立此智，故此智摄在俗谛。毕竟不是正智也”。熊十力自述其早年曾经服膺佛教此说，后来领悟了体用不二的宗旨后，才觉得这种超越的智慧的设定有其问题，这也可视为对《新唯识论》的反省。
余曾有一时服膺之，后悟体用不二，乃觉其不足取也。根本智唯证真如，而其真如是不生不灭，是超脱乎万物而独在，此诚为诸菩萨独证之境。吾不知亲证真如之根本智究是何等智也。[66]

佛教中俗谛与真谛的学说，集中体现了把知识与智慧对立起来的宗教性认识论的特点。在熊十力看来，智慧固然是自我指涉的，它主要不是用来认识外物，而是用来理解自己；知识则是对于万物加以客观的了解的活动。然而，一旦如佛教那样把智慧与知识隔绝开来，以为智慧亲证本体，而知识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那么，智慧便是独证之智，运用它的主体必然是唯我论意义上的主体，也即超越世界而独存的自己，就此而言，这种隔绝知识的智慧不是人生的智慧，而是宗教（在佛教中是菩萨）的智慧。“心虽有知的作用，若未能循物无违而只从任主观，则用其浮明以为知。心本灵明，然或离物而孤用其明，却是浮明。王船山常以此斥儒之学禅者”。[67]脱离及物的知识单独运用智慧，就是宗教的路数。而晚年熊十力的主张，知识与道德并重，不是专以智慧收敛于内而是必用之于格物，不是纯粹的相内的体证，而是把自我理解与对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这就是熊十力克服那种自证自明的独得之智的途径。在熊十力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脱离世界的精神重新拉回到这个世界之中。
　
以上从三个方面简单地大体考察了熊十力晚年的本体论思想的转变，这一转变以一种非连续性的方式体现了熊十力晚年思想的更新与创造，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思想转变另一个方面，也即连续性的一面。就后者而言，熊十力的后期思想是对于前期“体用不二”观念的自我调校、进一步的深化与开展。要说明的是，熊十力的思想转变是多方面的、多维度的，并不限于本文所概括的那三个方面。例如，对于革命思想的突出，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前期日新观念的内涵，这也是值得注意之点。具体的讨论只有留待来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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